
大陸農村基層金融組織的發展內涵：從山西蒲韓社區出發   61 

 

 

大陸農村基層金融組織的發展內涵：

從山西蒲韓社區出發∗ 

陳 永 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 要 

農村發展需要金融支援，大陸當局以往建立起的正規農村金融體系看似

完備，但績效不彰。從宏觀上看，農村金融系統資金有反向城市非農部門外

流的趨勢；在微觀層面，農民「貸款難」及「貸款貴」的情況未見紓解。面

對長期政策績效不彰的困局，大陸當局改弦易轍，逐步推動非正規金融的試

點，改由農村微型金融及合作金融機構的試點與發展，以期改善農村金融的

供給。本文經由山西蒲韓社區金融組織發展之案例，從基層之村級金融組織

的萌發，擴張至農村信用合作及小額貸款公司的制度誘發性過程，探索大陸

農村金融組織的微觀發展邏輯，以及指出一些制度局限條件所產生的績效變

遷。 

關鍵詞︰農村金融、蒲韓社區、小額貸款公司、使命偏移 

* * * 

壹、前 言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大業是從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在集體經

濟架構下，透過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的分離，使農民在分配的土地上獨立承擔農業活

動的成果。這樣的改革，固然提升了農民努力的誘因，呈現出生產力及收入的增長，

也讓農民必須自行承擔生產活動的風險與籌集資本的責任。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

化，大陸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由政策性銀行、商業性銀行及合作金融機構次第建構起

來。從形式上看，農村金融體系漸趨完整，官方政策也很重視發展農業的資金支持工

                                               

* 本文是從科技部補助計畫（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132：中國農村金融的發展與深化－湖北省

建始縣河水坪地區之個案分析）的基礎上延伸的。並在 2011 年政大頂大計畫下，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中

國社會發展研究團隊整合型計畫「中國社會管理創新與制度改革」的子計畫－「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

治理模式之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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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泝但實踐中所發揮的功能和效率均不盡理想，農民對資金（資本）的需求日增，但

農村資金借貸一直存在「貸款貴、貸款難」的情況，沴而且呈現出農村資金流向城市的

不合理現象。沊 1990 年代後半期，一連串金融機構退出農村的事件，沝使得農村資金

供給不足，並對農業發展造成制約的情況日益嚴重。 

大陸當局多年的努力與嘗試並未收到預期的成效，現有的理論與經驗均難以明確

解釋其中邏輯與因果關係。一般來說，農村金融的利率水準遠高於城市，為何資金不

往高利率地區移動，反而是高利率地區的資金向低處流動？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

此種資金不正常的反向流動趨勢不僅不見減緩，甚至許多農村金融機構紛紛退出農

村？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商業性金融機構難以發揮功效，為何出台的政策性與合作性金

融機構在農村也不見成效？這些問題都值得決策當局重新思考。在大陸農村金融政策

屢屢失效的同時，世界上有少數開發中國家的農村微型金融卻取得令人矚目的績效，沀

這些成功的案例吸引了大陸決策者的目光，也促使其再度深化改革的信心，顯示即使

在極為落後的農村，農村金融機構仍有著力之處。 

2003 年大陸推動金融部門分業監管，新設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

面對農村發展融資的迫切需要情況，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推出了一些農村金融的新型

金融機構試點，試圖破解農村金融的困境。大體而言，人民銀行的改革思路是通過民

間資本發展小額信貸，進而實現普惠金融；而銀監會的改革思路是在嚴格控制風險的

前提下，以增設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來填補金融服務的空白（參見周孟亮、李明賢 2011, 

76-84）。在雙線體制改革的交互影響下，主要試點包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

村資金互助社等三類，並出台了相應的管理規定。泞其中小額貸款公司一般由銀行金融

                                               

註 泝 中共中央在 1982 年至 1986 年連續 5 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

和農業發展作出具體部署。2004 至 2016 年又連續 13 年發布以「三農」（農業、農村、農民）為主題

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三農問題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之「重中之重」的地位，彰顯對農村金融

極度的重視。 

註 沴 一般而言，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放款利率高於一般城市商業銀行，農信社的放貸規模相對低於商業銀

行，一般農民很難從農村信用社獲得貸款。 

註 沊 根據學者的估計，1978~2000 年期間，大陸農業資金流向工業部門達 15542 億人民幣，農村資金流向

城市達 27268億人民幣（Huang, Rozelle, and Wang 2006, 1-26）。 

註 沝 1997 年起，包括中國農業銀行在內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實行對農村金融市場的戰略收縮，大規模撤併

縣以下金融機構。從 1998 年起，政府對民間金融非法性的嚴加界定，直接導致合會、私人錢莊等民間

金融機構轉入地下。1999 年，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考慮出發，又取締了農村合作基金會（何廣文、馮興

元、郭沛等 2005, 33-34）。 

註 沀 國際上公認取得成效的小額信貸項目多開始於 1970~1980 年代，實施小額信貸的組織機構主要是各類

金融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其中最著名的是穆罕默德·尤納斯（Muhammad Yunus）與其創建的格萊明

鄉村銀行，因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小額貸款而獲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Yunus and Jolis 2007）。 

註 泞 2006 年 12 月，大陸銀監會發布《關於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人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

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2007 年 1 月，銀監會發布《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2008 年 5

月，銀監會及人民銀行發布《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使這三類農村金融機構的成立有

法可依。至於之前的試點狀況（孫磊 2007, 33-35；李小勍 2010, 46-48；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

辦公室課題組編著 201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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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立，只從事貸款業務﹔村鎮銀行包括設在縣及縣級市的村鎮銀行以及設在鄉鎮

的村鎮銀行，可以吸儲與放貸；農村資金互助社則是農民互助性的經濟組織，服務對

象僅限社員之間。 

2007 年底，中國大陸沒有金融機構的鄉鎮仍有 2686 個，只有一家銀行業金融機

構網點的有 8901 個鄉鎮，兩項加在一起大約是 1.2 萬個鄉鎮，而全大陸共有 6 萬個鄉

鎮，粗略計算，大約 1/5 或 1/4 地區的金融服務是不充分的，而且這些地方大部分集中

於中西部地區。即使在有金融機構的農村地區，農戶的金融需求的滿足率也偏低（王

濤 2010，第二章）。隨著大陸積極推動各類農村新型金融機構的試點，也相應放寬其

准入的標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農村金融領域，截至 2014 年底，全大陸共發起設立

1296 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其中村鎮銀行 1233 家（已開業 1153 家、籌建 80 家），貸

款公司 14 家，農村資金互助社 49 家，沒有金融機構的鄉鎮減少至 1570 個（中國人民

銀行農村金融服務研究小組 2015, 21）。農村金融機構量雖增長，但在質上能發揮多大

功能，其間的變化，值得從實際發展及理論意涵上加以觀察與思考。 

根據國外農村微型金融發展的經驗，許多小貸機構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後，基於市

場化競爭及永續發展的需求，逐漸偏離了農村扶貧的使命。在關注營利的壓力下，逐

漸放棄低收入的信貸客戶，轉向收入更高、風險更低的優質客戶群，形成「使命偏

移」（Mission Drift）的現象（Copestake 2007, 721-738；Khandker 2005, 263-286）。

在中國大陸的試點個案中，也有部分案例出現使命偏移的現象（張世春 2010, 63-68；

何劍偉 2012, 73-79）。但也有不同的情況（張丹 2013, 83-88；盧亞娟、孟德峰 2012, 

68-80）。面對未來大陸農村微型民間金融機構是否會走上這條使命偏移之路，也是本

文想要探索的問題之一。 

除第一部分的前言外，本文的第二部份先就農村金融相關的理論做一簡要的綜

述，說明新古典金融學與制度金融學典範對大陸農村金融現況的解釋能力；第三部分

將說明大陸農村金融發展的制度與環境特點，選擇研究蒲韓案例的意義及研究途徑

（approach）；第四部分則就蒲韓案例的重要發展過程加以說明；第五部分是從制度與

金融學的視角對相關議題加以探索；最後部分是結論。 

貳、農村金融理論與典範 

對發展較為落後的農村而言，獲得信貸融資是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方式，透過融

資來改變資源秉賦，擴大生產規模及增加收入（Feder, Lau, Lin, and Luo 1990, 1151-

1157）。然而，農業生產受自然因素影響很大，其風險難以排除，使得農民收入並不穩

定，歉收的年份農民還需要借貸來平滑消費（Duong and Izumida 2002, 319）。大多數

相對落後的農村，其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資金流量與經濟效益無法支撐任何商業性金融

機構的運作，農民的資金需求必須靠政策性的機構來解決，因此「農業信貸補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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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來成為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之主流。泀 

在政策層面，經由銀行的農村支行和農業信用合作組織，將大量低息的政策性資

金注入農村。同時，以貧困階層為目標的專項貸款也興盛一時（張元紅、李靜、張軍

2007, 177-181）。歷史經驗顯示，低利貸款政策很難讓貧窮的小農受惠，由於貸款的用

途是多方面的，低利貸款並未促進特定的農業活動，低利貸款的補貼通常被貸給使用

大筆貸款的富農身上。相關的研究也指出：地方關係顯著提高了農村正規信貸的獲取

能力（孫永苑、杜在超、張林、何金財 2016, 597-626）。許多補貼信貸被轉移到本來就

是商業信貸的項目中，從而擠出了商業金融。補貼信貸最終的結果是造成了逆向選擇

問題（Adverse Selection），扭曲了農村金融市場。因此，沒有必要實行為特定利益集

團服務的定向目標貸款制度。 

1980 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逐漸出現以「農村金融市場論」替代「農業信貸補貼

論」，強調讓市場發揮作用。為了有效提高農村儲蓄動力、維持農村金融體系的正常

運作，利率必須由市場來決定。這種以市場競爭來促進金融效率的思潮，在城市產業

部門的效果見仁見智，洰但在傳統小農經濟中並未得到經驗上的支持。學術界很快的意

識到要培育有效率的農村金融市場，仍需要一些社會性的、非市場的要素去支持它，

「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就是其中的主流。其基本觀點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不是

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尤其是放款一方（金融機構）對於借款人的情況根本無法充分

掌握（不完全資訊），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就可能無法培育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金融

市場。為了補救市場的失效部分，有必要採用諸如政府適當介入金融市場以及借款人

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Stiglitz and Weiss 1981, 393-410; Stiglitz 1989, 197-203）。 

解釋農村金融供需失衡的理論主要有兩大學派：第一是新古典學派的資訊不對稱

理論。資訊不對稱是指交易的一方對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瞭解，例如，對於貸款項目

的潛在收益和風險，借款者通常比貸款者瞭解得更多一些。因此，資訊不對稱使市場

競爭資源的功能受限，首先會導致逆向選擇，在金融市場上，那些最有可能造成不利

（逆向）結果（即造成違約風險）的融資者，往往就是那些尋求資金最積極而且最有

可能得到資金的人；在其次是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很多承擔銀行債務的企

業，明知還不起錢還要貸款。上述二者都會導致金融市場失靈，透過博奕論的工具，

我們不但可以解釋這些失衡的現象，並可針對相關決策，建構出最終均衡（局部或全

面）的結果（Kreps 1990；Hoff and Stiglitz 1990, 235-250）。其中貸款者的組織化是解

決農村金融問題重要途徑之一，小組聯保貸款能夠提高信貸市場的效率（Ghatak 1999, 

27-50; Laffont and Guessan 2000, 773-784），同樣類型的貸款者聚集在一起，不但有效

地解決逆向選擇問題（Ghatak and Guinnane 1999, 95-229; Tassel 1999, 3-25）；而且同伴

                                               

註 泀 這些論點充斥於大陸相關的政府工作報告（馮興元、何夢筆、何廣文 2004, 17-29）。 

註 洰 透過拆除妨礙競爭的制度障礙，並移植先進國家整套之金融體系，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產業部門獲

得不錯的金融支持及經濟增長，但 1970 年代之拉丁美洲及 1990 年代的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又產生

了懷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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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互監督也能約束個人從事高風險性的專案，從而有助於解決道德風險問題（Besley 

and Coate 1995, 1-18; Stiglitz 1990, 351-366）。 

另一學派是新制度學派的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制度從理論黑箱進入

分析的內生架構中，制度隨之演化是為了降低制度成本。主流思維是從產權歸屬與契

約成立等角度，解釋制度變遷的邏輯。泍國家在提供制度的過程中，由於其目的（統治

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會產出最大化）常常會發生衝突，因此統治者也往往不願意改變

低效的產權制度，出現所謂的諾斯悖論（North Paradox）（North 1981, Chapter 8）。不

論宏觀及微觀層面，大陸農村金融機構制度改革與變遷，都與國家角色及相應制度密

切相關。泇 

新古典經濟體系下的金融理論，奉行「金融競爭可以增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之

核心命題，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成為改革的指針，國家的金融體系之所以低效

率，就是因為存在各種金融面的特殊制度障礙，影響了金融競爭的充分性。因此，合

乎邏輯的政策選擇就是儘快拆除這些制度障礙，重新打造競爭性的金融體系。根據科

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則不同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會得到相同的最優金融資源

配置結果（Coase 1960, 1-44）。但整體制度環境不同的，而金融體系運轉一定是有交易

成本的，因此，一旦引入交易成本，則金融制度結構的重要性就立即凸顯出來，有些

金融交易由層級分明的大企業來完成的成本較低，而另外一些金融交易由分散化的市

場主體擔任將更有效率（Merton and Bodie 2005, 6-7）。 

根據 1990 年代中期發展出來的制度金融學典範（Paradigm）的核心思維（張杰

2011, 145-159），從制度視角發掘金融制度所具有內生性和累積性，而試圖在短期內超

越既有的制度條件，從而與市場化金融體系接軌的「激進政策」，不但不能增進金融資

源配置效率，反而會因制度替代失敗而造成「制度缺位」，最終導致金融體系的解體並

誘發金融危機。因此，不同金融制度之間很難相互替代或者簡單移植（Stiglitz and 

Greenwald 2003）。 

一般而言，穩定且誠實守信的社會政治環境，公正可靠的金融產權保護，運轉自

如並受到有效監管的金融市場，這些都是維持金融組織健康發展的制度條件（Merton 

and Bodie 2005, 1-23）。此外，不論是從資訊不對稱還是交易成本著眼，發展中國家的

農村金融機構面對的問題癥結是信任問題。Arrow（1972, 343-362）認為：信任是一個

社會經濟構建和運作的潤滑劑和包含交易行為的基本要素，世界上很多經濟落後現象

可以通過缺少相互信任來解釋。Diamond（1991, 689-721）認為：良好的還款記錄可以

使借款者在借貸市場上獲得更好的信譽（reputation），從而使融資的管道更加多樣化。

而那些信譽比較低的借款者，由於沒有獲得銀行貸款的機會，也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

                                               

註 泍 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產權經濟學基礎，立基於 Coase（1960）的經典文獻，再經過 Armen Alchian

（1965）, Harold Demsetz（1967）, Stephen Cheung（1969, 1974, 1983）and Oliver Williamson（1981）

等人的拓展，內涵更為豐富。 

註 泇 在微觀層面的若干農村金融機構制度改革的個案探討，可參考胡幫勇（2010, 123-125）。政策面的影

響見王曉峰（2009, 51-53）。 



6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60卷 第 3期 民國 106年 9月 

 

信用紀錄，從而總是停留在比較低的信譽水準。 

此一觀點在小額信貸的運作經驗中得到支持，Bastelaer 和 Leathers（2006, 1788-

1807）以 Southern Zambia的 256個獲得種子貸款的小型團體貸款為研究物件的研究發

現，「團體成員之間相互交流的頻率、成員間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在保持較高的貸款

償還率方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而 Hassan（2002, 205-265）及 Dowla（2006, 102-

122）分別以孟加拉的格萊明銀行（Grameen Bank）為例，分析了信任機制、信貸規範

等社會資本要素在小額信貸運作過程當中發揮的作用。 

本文將運用這些文獻成果，說明大陸改革前 20 多年農村金融政策失敗的因素。更

重要的是探討大陸最近 10 年從事的新農村金融改革的試點能否奏效。援引開發中國家

的農村微型金融組織的努力，是否能避免金融制度結構的國別差異以及其它制度性因

素，是當前諸多文獻關心的重點。由於制度金融學的發展歷史尚短，具解釋力的完整

理論體系尚未建立，要解答上述問題，必須回到微觀的個案層次，累積足夠的研究成

果，才能為現有理論提供支持及指明發展方向。 

參、大陸農村制度背景、研究案例與研究途徑 

制度金融學致力於甄別不同金融制度環境的特徵，以確定在某些特定的經濟金融

發展背景下，何種金融制度結構最具優勢。因此，本節將先陳述大陸農村的制度環境

特色，然後說明選擇蒲韓案例作為研究標的的意義，再簡要說明相關的研究途徑。 

一、大陸農村之制度環境特色 

大陸將整個農業經濟領域分為農業、農村與農民三大領域（三農）。屬於產業的農

業問題，目標是最大化土地產值；屬於就業領域的農民，目標是最大化農民收益；屬

於區域領域的農村，目標是在平衡城鄉差距條件下追求最大化的穩定。影響三農目標

發展的環境局限條件可歸納如下： 

（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小農制度 

1980 年代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使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

織承包以土地為主的生產資料，自行負責農業生產的相關活動。承包土地的多寡，以

家庭人口數及當地集體土地的面積加以決定。由於大陸人多地少，每個家庭分配到的

土地面積小且分散。經過多年的發展，每戶及個人所承包的土地已固定下來，農民具

有承包的土地使用權，但土地所有權還是屬於農村集體所有。由此確立的集體土地所

有權和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的制度框架，賦予農戶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

使用權，使廣大農民產生經營的誘因，這是大陸 1980 年代經濟改革能從農村生產力提

升進而帶動全面經濟增長的制度原因。 

由於農地使用權的平均化與固定化，在農村與農民不變的情況下，農業生產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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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化，規模生產的發展受到約束。解決之道是農民合作化，這似乎又走了回頭路，

而要和過去有所區別的是：合作組織的參與及退出，必須採取自由原則，如此才能避

免重回以往農業合作化的弊病（Lin 1990, 1228-52）。成員自由進出所形成的高交易成

本，在能大幅下降交易成本的新制度形成前，小農制度可能是大陸農業的基本架構

（黃宗智 2014, 176-194；仝志輝、溫鐵軍 2009, 5-26）。 

（二）農業、農民及農村因經濟發展呈現結構轉型 

由於農業生產力的提升，農村周邊鄉鎮企業隨之興起，吸收了過剩的農村勞動

力，使農民離土不離鄉。但隨後工業化、城鎮化的持續推進，農村勞動力離開了農

村，大量進入城鎮就業，部分農戶便將承包土地轉交給他人經營，承包者與經營者出

現分離，從而使承包經營權進一步分解為相對獨立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出現所謂「土

地流轉」的問題。沰由於部分經營者退出農村，農業經營的平均規模擴大；留在農村工

作之農民減少；以家庭為基礎的耕作，出現了老人留守、年輕人外出打工的結構變

化。 

農村土地是否維持集體所有，農民承包權是否能夠轉讓，都將關係著三農經濟結

構的轉型方向。在各種爭議及建議中，大陸當局未來將實行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

和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是對農村土地產權進行了細分，新的制度安排堅持了農

村土地集體所有，強化了對農戶土地承包權的保護。各類分析文章讚揚此舉順應了土

地要素合理流轉，也提升農業經營規模效益和競爭力的需要（韓長斌 2016）。但「三

權分置」如何統合三農之三個極大化目標，在理論與實務層面問題不少，目前討論的

文獻不多（常紅曉 2016）。 

（三）農村經濟社會增長與穩定的基礎面臨解構 

中國大陸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不符合經濟史家諾思（D. C. North）定義的好的

制度，泹但卻形成了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大陸也沒有諾思所說的英美式金融市場，而

經濟的發展需要金融的支援，那麼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金融制度來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

的金融需求?顯然大陸經濟增長背後有別的制度在發揮著類似的功能。Allen et al（2005, 

57-116）的解釋是：另類非正規融資管道（包括產業和供應鏈中的商業信用和民間融

資）和非正規治理機制（創業者和企業的聲譽，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和信

任等），在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了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支持私營部門企業融資與治理機

制運作的關鍵是信譽（reputation）與關係（relationship），以此克服資訊不對稱及缺

乏法律及契約增強機制的問題。其次，在制度、法源及投資者保護發展中，宗教與文

化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North（1990）在其書中將其稱為「意識形態因素」。 

                                               

註 沰 農村土地流轉是指農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過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權，將經營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其

他經濟組織的行為。截至 2015年年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 4.43億畝，占比達 33.3%。 

註 泹 諾思強調，獨立的司法是良好制度的重要內涵，參閱 North（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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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農村形成的歷史久遠，是一個封閉的熟人社會。基本上，大陸存在兩種

資源配置模式：一種是市場經濟理性中隱含法治體系，稱為「保護結構」；另一種是靠

關係，叫做「支持結構」（Hwang 1987, 35-41）。隨著農村人口外移到附近城鎮或打工

之城市，以及農村之外的企業或個人入村轉包土地，新成員的加入與舊成員的逐步離

開，農村賴以維繫之非正規經濟社會機制出現解構之情勢。 

二、蒲韓案例的意義 

分析大陸農村金融制度特色，從制度變遷入手是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這方面主

要是林毅夫首先提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觀點（Lin 1989, 1-33），在技

術條件給定的前提下，交易費用是社會競爭性制度安排選擇的核心，除非轉變到新制

度安排的個人淨收益超過制度變遷的費用，否則就不會發生自發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考察大陸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歷史，強制性制度變遷一直居主導地位。1950 年代，信用

合作社在政府推動下開始興起；1960 年代，政府指定當時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

1980 年代，信用社劃歸中國農業銀行管理；1990 年代又實行行社脫，實行國家管理

下的自主發展的合作金融發展模式。 

國家強制介入確實解決了一部分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問題，但這種自上而下的強制

性的制度變遷是非需求導向的機制演進，和農民實際需求難以結合。表面上看，政府

對農村金融市場的管制是規範農村金融市場、維護農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風險

的一些必須的制度安排，事實上這種強制性制度限制了廣大農民的投資動力，減少了

農村金融市場的金融交易數量，並導致了農業金融支持的弱化。如何讓誘致性制度變

遷的環境發揮作用，現有之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所能發揮融資

供給改善的功能並不明顯。本文所選擇的蒲韓社區農村金融組織的案例，則是一個近

乎完全自發的誘致性變遷案例。尤其是蒲韓社區負責人鄭冰女士作風是儘量避免與政

府打交道，不刻意引進政府資源；另一方面卻是非常重視外在資源的引入，泏這使蒲韓

社區不但能隔離政府的影響，也使誘致性的變遷加快，便於在較短時期捕捉到較大的

自發性變化。 

因此，以蒲韓社區作為從事田野調查的觀察與體會標的，可以經由微觀層面對基

層金融組織的運作機制及利益分配的探索，再對照外在宏觀經濟環境、三農政策以及

社會價值的變化，細緻地對中國大陸農村基層金融發展內涵特色作深入的瞭解。 

三、研究途徑 

本文主要是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主要研究途徑有三： 

第一是參與式觀察，透過 2009~2014 年暑假不定期至當地舉辦兒童英語夏令營的

                                               

註 泏 蒲韓社區除引進民間金融資源外，在其大本營寨子村引進了全市農村唯一一家外資獨資企業—香港邁

思企業，從事有機作物栽種業務；也引進外地、香港及台灣的人力資源，從事技術及知識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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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在工作之中，廣泛與社區各個領導幹部交換意見；利用公餘時間，觀察當地農

戶生活，利用機會瞭解其貸款、還款情況，與信貸員閒聊工作經驗，廣泛與當地居民

開展非正規互動。 

第二是深度訪談，在夏令營期間，比較不容易進行專業性深度訪談，故 2015 年暑

假，曾專程至北京訪談富平基金會、香港施永青基金會、農禾之家等相關負責人、中

國社科院有關農村研究的學者；赴蒲韓社區拜訪當地相關各部門的負責人，並至四川

大邑訪問富平基金會微金融部門負責人兼大邑及蒲韓富平小貸公司負責人等。 

第三則是蒐集蒲韓社區的專題文獻，由於蒲韓社區被視為大陸農村社區的成功典

範，針對蒲韓社區發展的報導及專題研究不少，其中出現的諸多事件的細節說明，彌

補了許多作者無法獲得的重要資訊。 

肆、蒲韓社區發展過程中的金融組織角色 

一、蒲韓社區形成的歷史環境背景 

大陸山西省永濟市蒲州及韓陽兩鎮，共有 24 個行政村，43 個自然村，耕地面積

有八萬畝，東靠中條山，山坡可耕地占全區 10%左右；西臨黃河灘，河邊可耕地占全

區 50%。每戶平均耕地超過 20 畝，土地肥沃，可種植各種糧食、蔬果及經濟作物。區

域交通便利，鐵公路貫穿南北，居民多數務農，部分在鄉鎮從事工商業，是屬一個典

型的村鎮社區。 

蒲韓社區起源於目前的理事長鄭冰女士，1990 年代後期協助丈夫經營農資店（銷

售化肥、農藥、種子等），鑑於有的年份秋收後農產品行情不好，常會發生農民無法清

償賒欠款項之事。1997 年鄭冰向部分農民預收農資款項，當年秋天結帳可以得到 8%

的分紅，農資店就有了農戶入股合作的金融組織性質。 

1998 年，鄭冰花錢請了附近幾個農學院畢業生為農戶解決種植技術問題，由於效

果顯著，成為穩定並擴大農資店客戶的重要方法。農資店的經營最初僅限鄭冰居住的

寨子村，規模有限。2001 年起，鄭冰糾集幾位婦女到外村推廣婦女跳廣場舞，透過此

一婦女活動，將農資店預收款分紅的合作組織，擴展到了蒲州及韓陽兩鎮的 35 個自然

村。2004 年，在永濟官方的支持下，鄭冰籌組了蒲韓農民協會，組織發展進入了正式

的軌道（楊團、石遠成 2013）。農協的發展一直按經濟業務與社會活動兩大方向進

行，它的經濟功能是為會員農戶提供採購、銷售、技術推廣、融資等經營服務，社會

服務包括婦女文化活動、老人照護、兒童課外活動、民間工藝傳承及清理垃圾等項

目。泩「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簡稱蒲韓農協），它是在一個未因外力衝擊而變形

的村鎮，內生發展出的一個農民合作組織。它的業務不限某種作物種植，也不限於某

                                               

註 泩 活動內容的描述請參閱姜斯棟、崔鶴鳴及王小魯 2015, 165-170。而何廣文等（2011及 2012）、邵傳林

（2011）專門討論富平小貸公司，坊間討論蒲韓的相關文獻多集中於非經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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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農業經營與服務業務，是包含經濟與社會多功能綜合性社區組織，其農村金融組織

不但為辦理社區經濟活動籌集資金，其金融組織的營利也成為支持各樣活動的重要經

濟來源。 

蒲韓農協的起源是從農資預收款分紅起家，在眾多經濟與社會業務中，自然也不

會忽視農村金融的發展。在以家庭種植為基礎的當地，農戶的資金需求主要是小額

的、季節性、周轉性的資金需求，或者是生活方面應急性的小額資金需求。2003 年，

鄭冰開了一次幾百人的社區大會，以每畝地 50 元徵集村民向農資店入股，一共收了

300 多戶共 11 萬元，這些入股村民不僅可以在年終拿回本息，還可以低於市價一兩塊

錢的價格購買化肥。（姜斯棟、崔鶴鳴、王小魯 2015, 165-170）。 

二、資金供需缺口誘致外來融資 

以預收農資款為主的農資銷售模式，固然擴大了當地農資的需求，但隨之而來的

農村擴大生產之資金需求卻無法滿足。而新合作社面對不斷擴充的其他方面服務需

求，也需要金融部門的盈餘予以支持，因此，引進外來社會企業資金就是一項必然的

選擇。與富平學校的合作所帶來資金的活水，不但可滿足農業生產擴大的資金需求，

信貸部門的盈餘也可以支應社區其他部門發展的需求。 

2006 年，蒲韓農協引進北京富平學校基金會的資金，泑由基金會提供 40 萬元人民

幣（下同）資金，蒲韓農協提供人力，由基金會主導開展小額貸款業務。2007 年 7

月，大陸正式施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次年應上級要求，原協會統轄下的各類農民

合作組織紛紛登記成各個專業合作社（統稱蒲韓社區），社區的小額貸款業務，就設在

養殖種植聯合社中，以 1.5%的月息放貸，同時也在吸收存款。2007 年放貸增加至 200

萬元，2008 年貸款額度又升高至一倍至 400 萬元（王峰 2013）。這三年間，富平學校

以通過專案的方式，與永濟蒲州鎮果品協會合作開展直接針對農民的小額貸款服務，

進行無抵押、無擔保，額度單筆 2萬元以下的小額貸款。 

富平與蒲韓金融信貸合作採用 18% 的年貸款利率，是較當地正規金融機構的小額

貸款利率明顯偏高。以 2010 年為例，永濟郵政儲蓄銀行 3 萬元以下小額貸款年利率為

14.4%，當地農村信用社 5 萬元以下小額貸款年利率：社員為 10.62%，非社員為

11.16%，均低於 18% 的水準。但農民向富平或蒲韓貸款的申請金額還是高於能夠放貸

的金額，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農民無法在正規金融機構貸到款（如無擔保或抵押）；

二是正規金融機構手續麻煩，審核時間長，需要送禮拉關係；三是在正規金融機構貸

款額度不敷所需。此外，農村信用社資金有限，通常在第一季時，80%以上的申貸額

度就貸完了，年中以後根本很難再貸到款，而富平及蒲韓社區終年可發放短期貸款。

因此，此一合作顯然降低了當地金需求的缺口。 

                                               

註 泑 1993 年，經濟學家茅于軾成立的富平學校在山西開始了針對農民的小額貸款項目，免息幫村裡的孩子

上學、治病；貸款如果用來發展生產，則要收1%的月息。2005 年的一次會議上，跟隨茅于軾做公益小

貸的北京富平學校校長沈東曙遇到了鄭冰，開啟了合作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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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大陸政策的逐漸開放，炔雙方決定擴大合作，富平小貸公司在 2009 年 6 月正

式成立，負責籌集註冊資本 3000 萬元，蒲韓社區提供人力。成立當月，就已完成向

181 個客戶發放 238.8 萬元，此後業績成長很快，截至 2010 年 4 月底，累計發放貸款

1884 筆，總金額 2877.8 萬元，最高單筆貸款 2 萬元，最低單筆貸款 1000 元，平均貸

款金額約為 1.53 萬元。最初幾個月，由於客戶群較小，貸款額度低，貸款未到期利息

回收慢（貸款分半年與一年，到期還本付息），需要擴展業務並聘請更多信貸人員，因

此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直到 2010年 4月，才出現當月盈餘，進入經營順利發展階段。 

富平組織架構在總經理主持下設置了信貸部、財務行政部。公司成立之初，富平

學校派駐了 7 名管理和研發人員，蒲韓社區的 12 名村民則成為最早的信貸員。至

2010 年 5 月初公司轉虧為盈之時，公司員工增加為 31 人，其中管理人員 4 名、財務

行政部 5 人（包括會計與出納各 1 名、財務實習生 3 名）、信貸部 20 人（其中信貸主

任 1 名，信貸主任助理 2 名，市場拓展專員 1 名，信貸員 7 名，見習信貸員 3 名，實

習信貸員 3 名，信貸員培訓生 3 名）、及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委派的稽核與

督查專員和產品開發經理 2人。 

截至 2012 年底，永濟富平小額貸款公司已有蒲州、栲栳和虞鄉三個營業網點，服

務範圍擴展到全市的 6 個鄉鎮（蒲州鎮、韓陽鎮、栲栳鎮、張營鎮、虞鄉鎮、卿頭

鎮）和城東、城西兩個街道，累計服務農戶 4000 多家，發放貸款金額為 1.48 億，公

司累計實現利息收入 2099 萬元，累計支出 1545 萬元，凈利潤 601 萬元。蒲韓社區提

供的資料稱，毛收入中有一筆 192 萬元管理費上交給了股東之一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

限公司。 

三、合作拆夥後各起爐灶炘 

兩個機構合作的初衷是想透過小額貸款實現農民的組織化，進而實現利益最大

化。在合作過程中，蒲韓社區擔心光是貸款的資金輸入，對農村整體發展的推動作用

並不明顯。而富平在成立小貸公司後，對內需要儘快建立一套穩定的管理體制，加強

信貸員的培訓，研發適合農村小額貸款資訊管理的資料庫系統等；對外要籌募更多的

放貸資金，由於銀監會禁止小額貸款公司吸收存款，必須從獲利考量吸引社會及金融

機構的資金。因此，本地精英和外來組織之間嘗試讓永濟富平的小額貸款模式在商業

和社會價值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但雙方互動的衝撞張力從公司成立一開始就存在

著。 

                                               

註 炔 2005 年 10 月，大陸在五個省份開展了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2008 年 5 月，由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

共同頒布《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確立小貸公司成立之要件，給小貸公司孕育了發展

的空間。 

註 炘 本論文測量的資料數據，主要來自大陸出版的學術論文與媒體報導，少數由作者拜訪相關當事人所

得。文獻中若有對相關機構及主要當事者直指其名者，本研究並未以匿名方式處理。私自訪談部分，

本研究則以匿名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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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司承諾要將獲利的 25~30%回饋給蒲韓社區，在富平要求出資每年要有 12%

收益的前提下，月息 1.5%（年息 18%）的利息收入已去掉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

剩餘扣掉相關費用的開支，根本不可能將利息收入（甚至公司盈餘）的三成回饋給社

區。因此，公司決定將月息調漲為 1.75%（年息 21%），雖遭鄭冰為主的社區派反對，

根據公司治理規章及營業成本考量，公司提高利率的規劃還是付諸實施。 

利率上調之後，富平小貸公司的一些公司經營及治理措施引發社區人員的不滿，

公司為了擴充營運規模，將放貸對象擴大至蒲州、韓陽兩鎮之外的栲栳、張營兩鎮，

蒲韓社區擔心營運範圍擴大會造成金融壞帳風險，有違當初服務社區之初衷。因應業

務量的擴大，公司以調薪方式應對，信貸員薪資由 1200 元漲到 1500 元，再漲到 1800

元，但社區認為信貸員的加薪，拉開了社區其他部門人員薪資的差距，不利於社區發

展。另外，提前還款需繳交一個月利息的「違約金」制度，也與一般「提前還款是好

事」的觀念違背。 

因此，2012 年 5 月富平與蒲韓社區人員勞動合同期滿之後，社區並未與公司續

約。之後在施永青基金會協助下，自行成立農村資金服務社，將其設在原來養殖種植

聯合社中，以 1.5% 的月息放貸，同時也在吸收社員資金。其金融身份，不再是小額貸

款公司，而是符合政策、轄屬合作社下的資金互助部。為了符合政府規定，蒲韓社區

將資金服務分社，設在各個專業合作社內部，同時為提高管理效率，又利用原來的協

會平台，對各個合作社資金服務統一管理（中國論文網 2013）。 

拆夥後，沒有了富平小貸公司的 3000 萬資本金，社區合作社運作資金的來源有三

個部分：一為社員按地分攤資金 500 元／畝，有 170 萬元；二為社區內部吸納資金，

為數不多；三為外來單位的相對資金，以自行籌資與外來資助資金 1:10 的比例，其中

包括施永青基金會出資 1000 萬元，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及中國扶貧基金會共出資 700 萬

元。就以 2012年 9月~2013年 8月的資金來源結構及利息支出，推算結果見表 1。 

表 1 蒲韓社區資金互助部資金來源結構及年利息支出（2012~2013） 

資金來源 金額 利率 利息支出 

社員股金 170萬 社員按地分攤資金500元／畝 N/A 

社區內部 少數，不定 0.3%（月息）或年息3.6% N/A 

施永青基金會 1000萬 0.7%（月息）或是8.4%（年息） 84萬 

招商局與 

中國扶貧基金會 
700萬 0.5%（月息）或是6%（年息） 42萬 

合計 1700餘萬 月息1.5%，年息18% 306萬 

資料來源：中國論文網 2013，〈山西蒲韓綜合農協試驗〉。 

以 1700 萬元的資本金計算（不計算社區內部少量股金及存款），以 80%的貸款比

計算（2009 年永濟農村信合社的貸款比為 76.1%），按月息 1.5%（年息 18%）計算，

從 2012 年 9 月（蒲韓資金互助部啟動之時）到 2013 年 8 月，一年中可收入利息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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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306 萬 x80%），炅扣除外部資金需付利息 126 萬元（84 萬＋42 萬），再扣除不超

過 70 萬元的費用（包括 30 多萬元的營運費用，30 多萬元的公共支出）（中國論文網

2013），每年約有 50萬元左右的盈餘。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2012 年，蒲韓社區的小貸業務實現總收入 813 萬，成本

732 萬，其中支出管理費 73 萬，實現利潤 81 萬。利潤中，按照交易額以實物返還會

員的總值為 9.5 萬。自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蒲韓社區的資金互助業務累計發

放貸款 2644 萬元。為了彌補流動資金的不足，聯合社每個月從香港施永青基金會轉貸

資金，金額從 50 萬到 300 萬不等，月息為 0.7%。這些具體數據和本文上述推斷有相

當程度的差異，不過蒲韓社區資金互助部門運作順利，自行營運獲利較與富平公司合

作時期為佳，這點是確定的。 

營運穩定之後，信貸部門在過去的基礎下，業務按其既有理念發展，信貸利率調

降，給予小額貸款較佳之資金優惠（見表 2）。此外，公告週知社區的利潤將如何進行

分配：「60%將在三年內返還給社員，10%作為團隊的激勵，30%提為公益金。返還不

以現金形式，而是用於引導社員的消費，比如有的社員修了很好的房子，卻不注重衛

生，返還款就用於給他家修廁所。30%比例的公益金用於為老人提供服務」（中國論文

網 2013）。 

表 2 蒲韓社區資金互助利率資訊 

種類 期限 額度（含） 利率 

月利率 三個月 2000 無息 

月利率 一年 2000-5000 0.5% 

月利率 一年 5000-10000 0.8% 

月利率 一年 10000-20000 1.3% 

月利率 一年 20000-30000 1.5% 

月利率 一年 30000-50000 1.5% 

月利率 一年 50000-100000 1.5% 

註：正式社員生產、生活資金需求，以誠信為擔保完成互助服務。 

資料來源：蒲韓社區信用部公告看板（2015年）。 

在蒲韓社區資金服務社醞釀及籌備期間，富平小貸公司面臨營運風暴，首先是

2012 年 5 月勞動合同到期後，包括鄭冰在內的 11 名當地村民員工離開了富平小貸公

司。當年 5 月 7 日，富平小貸公司的社區發展專員張某回永濟市蒲州鎮寨子村時，被

村長帶人攔住了。2012 年 7 月後的一段時間，張某經常回不了公司在寨子村的辦公

室。蒲韓社區與富平小貸公司雙方以矛盾、甚至發生肢體衝突的方式結束了合作。富

平小貸公司透過運城及永濟市政府的協助，才從寨子村總部取回公司營運資產與文

件。 

                                               

註 炅 即使所有資金均處於放貸之中，由於社區信用部對提早還款者並未設有違約金的規定，必然存在部分

資金閒置，處於未生利息狀態，此一數據有高估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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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富平將公司總部從永濟市蒲州鎮寨子村遷至蒲州鎮西街，繼續公司

業務。此舉打破當時流傳「公司賺錢後即將另謀棲息地」的謠言，並將營運從以往以

蒲州鎮及韓陽鎮為主的範圍，改為向整個永濟市發展。永濟富平小貸公司在遷址前的

八月底，共計服務農戶 3970 戶，累計發放貸款 6958 筆，累計貸款金額 1.27 億元，貸

款餘額 3879 萬。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積貸款金額 1.45 億元，也就是說，

永濟富平小貸公司在 2012 年最後的三個多月中，放款金額達 1800 萬左右（1.45 億元

~1.27億元），以 3000萬原資本額的公司而言算是已經站穩腳跟。炓 

伍、蒲韓案例對農村金融體制與組織的演化意涵 

一、農資店的商業模式創新 

蒲韓社區的起點是金融，大陸相關的文獻都有提及但甚少強調。私營農資店預收

農資費用並給予 8% 分紅，是金融組織的初始形式。預收農資款可以避免日後收不到

錢的壞賬風險，對農資店有利，但對農民不利，很難產生誘因。給予 8% 的分紅，再

加上略低於市價的農資價格，對農民而言是頗具誘因的。對農資店而言，可以低於民

間借款利率的分紅率取得流動資金，炆營運資金成本明顯降低，也可將這部分利益以較

低的農資價格回饋顧客。由於諸多好處等於降低了客戶的成本，產生吸引更多顧客的

規模擴大效果，使額外收益更加擴大。 

很顯然的，這家農資店兼具了金融機構及銷售企業的雙重功能，農民相當於先將

存款放在一家利息優厚的銀行，到期把錢領出獲取 8% 利息，再交錢買所需農資；農

資店等於事先借到一筆低於市價（利率）的資金，從事一項無風險的期貨交易，穩定

獲利。農資店與農民之間的一次商業行為完成兩項交易，明顯節省了交易成本。因

此，此項措施不論就降低資訊不對稱風險或是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都是成功

的。炄 

農民在購買農資過程中，可以獲得低價及現金回饋，自然會吸引具有資金的農

戶，農資店因擴大客戶群或增加單位客戶購買量，均能擴大業績及利潤。此外，農資

店更採用技術服務的方式擴大客戶的收成，增加對農資的衍生需求而增加獲利。價格

優勢加上技術服務，使農資店的競爭優勢更為增加，也築起了其他人進入此一行業的

壁壘。 

                                               

註 炓 根據個人的訪問得知，當時富平小貸公司要面對的是資深信貸人員的出走，必須迅速招募新血。面對

鉅額的壞帳，由於公司一直在催收逾期貸款，並未一次打消呆帳，據側面估計金額約在 700 萬~800 萬

元之間。以該公司年度預期獲利 100 萬元計，悉數用於打消壞帳，約需 8 年（到 2020 年）左右的時

間。 

註 炆 以永濟市為例，農信社貸款年息約 11%，郵政儲蓄銀行年息約 14%，民間貸款月息在一分至一角之

間。（何廣文、楊虎鋒、張群、謝昊男及宋冀宏 2011）。 

註 炄 但農民買了農資，最後是否賺錢或賠錢，和原先設計或約定的契約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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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農村之間的資訊交流還是相對封閉的，主要還是透過人際關係網絡加以傳

播。透過推廣農閒之餘的婦女廣場舞，鄭冰將以寨子村為主的農資業務間接打入鄰村

市場，使得其農資業務的顧客更為廣泛擴張，使其經營模式充分發揮了規模經濟

（economy of scale）及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效果。在深化市場的過程中，鄭

冰採用的新商業模式逐步壓縮了競爭對手的經營空間，遂有人向官方檢舉其違法吸

金，為了化解阻力，並抓住當時政府推動農村合作社試點之時機，吸收農民入股，將

個人經營之農資店轉型為簡單之合作社形式，由此催生了制度變遷。 

二、合作社模式的組織功能與特點 

合作社是在農資店的基礎上成立的，社員按耕地數目繳交每畝 50 元的股金，總計

收取 11 萬元，作為向社員放款的信貸資金。和先前的農資店交易模式相比，是在原組

織中增加資金互助部門，按成員的耕地數量收取股金。以當時社員互助貸款每筆約

3000 元左右的規模而言（陳永生 2014），只有 30 人可以獲得購買農資的貸款，約佔社

員人數的十分之一，遠遠滿足不了貸款的需求。而原有的農資業務，農民也必須有新

的融資來源，才能使新的種植投資落實，進而帶動農資業務的持續增加。因此，向外

找尋放貸資金來源成為合作社擴大業務的必然選擇，而負有社會使命的富平基金，在

此環境下進入蒲韓社區。 

根據孟加拉、東南亞及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區推動農村信貸的經驗，小型貸款機構

是以社區聯保制度來建構對貸款者的信任和避免風險（Sanyal 2009, 529-550）。但西方

學術脈絡下對信任的定義多基於個人主義和社會交換基礎之上，對於華人社會中由

「關係」而生的信任欠缺力度（王怡文、陳亮全、黃光國 2005, 199-242），加以大陸在

經改過程中人口流動與市場經濟的介入，朋友與熟人關係圈出現界線模糊，親人關係

圈也收縮到家庭之內，聯保制度在大陸農村只徒具形式，難以發揮實質功效。這方面

的實證研究案例，可參閱劉冉（2012）、鄧曉霞（2011, 125-129）。就演化過程觀察，

大陸小貸公司的運作也從原來引進的小組借貸（group leasing）模式轉化成以家庭為中

心的個人借貸（individual leasing）模式。 

蒲韓社區吸取過去經驗，改採熟悉當地情況之信貸員制度，從事個人專案放款模

式。農村金融業務最大的困難是資訊不對稱導致之高風險與高成本，透過雇用熟悉當

地情況之婦女為信貸員，並給予基礎金融業務的培訓，蒲韓社區以較低的人力成本充

分掌握了貸款者的相關資訊，透過鄰里熟人社會的信任及聲譽制約，大幅降低了貸款

的風險（劉磊 2011, 71-74）。信貸員被要求除了從貸款計畫獲利及還款能力的評估外，

也特別重視貸款人家庭互動的和諧因素。炑蒲韓社區的信貸員一般為初中畢業的婦女，

負責自己居住附近社區客戶的信貸業務，每人負責 4~5 個村莊（約 200 戶左右）的信

貸業務，一旦徵信工作及貸款前期作業完成，撥款及還款業務都回到總部寨子村完

成。 

                                               

註 炑 譬如夫妻是否和睦，媳婦是否孝順公婆等，根據當地訪談所得資訊。 



76   中國大陸研究 第 60卷 第 3期 民國 106年 9月 

 

表 3 蒲韓社區輔導員（第一組）服務村莊一覽表 

資金互助幹事 老王 

幹事助理 老趙（一組）老席（二組）老任（三組） 

輔導員 小薛 小黃 小王 小郭 小蘇 小張 

村莊 5 5 4 4 5 5 

小組 47 43 41 39 36 40 

戶數 235 215 205 195 180 201 

資料來源：蒲韓社區看板公告（2015年）。 

三、小貸公司與合作社的組織與區位問題 

由於潛在貸款需求龐大，蒲韓與富平間的合作項目，初期運作得很順利，隨著大

陸小額信貸公司牌照制度的開放，雙方以籌組小貸公司的方式擴大合作。新的合作方

案，將蒲韓社區的金融組織，由合作社體制轉型為企業，企業是由資本家掌握最終索

取權與最終控制權，炖蒲韓社區所提供之人力與土地建物，只能取得工資與地租，經營

及盈餘分配權掌握在富平基金會（出資者）手中。雖然小貸公司是屬社會企業，願意

將部分盈餘回饋給社區，但回饋規模、方式的決定權屬富平。富平機構是採取公司架

構與蒲韓社區合作，參與工作的人員獲得工資與獎金的回報。但蒲韓社區決策者，卻

是以地方集體合作的觀點與富平合作，金融機構獲利回饋當地居民是主要的考慮。雙

方對合作組織性質持不同之觀點，博奕結果，富平以公司法治為基礎的運作治理，對

信貸員的關鍵貢獻，富平採取提高信貸員工資及獎金的方法應對；蒲韓社區不贊成提

升信貸員報酬，主張將這一部分的利益回歸社區，由社區統籌分配運用。雙方合作最

後走向破局，肇因雖可歸咎於許多營運意見不同，但體制與雙方經營理念的失耦

（decoupling）更居關鍵。 

富平小貸執著傳統之金融經濟之效率與競爭理念，試圖短期內超越既有的制度條

件，迅速與市場化金融體系接軌。信貸市場的競爭程度並不是由進入該市場的金融機

構多寡來決定，主要是由資訊的共享程度所決定（Stiglitz and Greenwald 2003）。但大

陸貸款農民資訊極不對稱，需要有熟悉當地之信貸員及傳統社會機制加以約束，而這

些有形與無形之制度條件，可視為獲取資訊預先投下的沈澱成本，這些成本不但屬於

信貸員個人，更是屬於社區。由於基層信貸員經常挨家挨戶的訪視，第一個問題是經

營成本高，每個人只能照顧有限的個案，隨著業務的擴大，新增加之邊際客戶所需投

入的成本愈來愈大，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最大利潤化的條件是邊際成本等於價格，

因此，在業務擴大之後要不是忍受總利潤下降，再不然就是提升價格（利率），這也是

富平在後來要提高利率的原因。 

信貸員制度的第二個問題是人員替代困難。每個信貸員社區對相關客戶已投入之

                                               

註 炖 從監督成本與不完全契約角度出發（Alchain and Demsetz 1972, 777-795；Grossman and Hart 1986, 691-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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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澱成本，此一人力資產的專用性很強，替代作用很小。因此，蒲韓社區的要求也有

經濟上的合理性，問題是選擇了以資本主導的公司組織，而不是採取各種不同生產要

素（資本、人力、土地等）共同主導的合作組織。如果雙方明白公司組織運作的特

性，可將這部分人力資產以技術名義入股公司 30% 的股份（蒲韓要求回饋社區的利潤

比重），就可以在制度上設立保障。 

大陸微型金融企業下的信貸員制度，使得小額貸款的利率很難下降。蒲韓社區能

提供較低利率，對弱勢給予少量金額的利率優惠，並獲得可觀的利潤，主是因為獲得

公益型基金會提供較低利率的資金來源。如果扣除資金來源成本低的因素，蒲韓社區

信用服務部的績效是低於富平小額貸款公司（陳永生 2014）。 

蒲韓社區找到富平基金會合作設立的金融機構，成立全大陸第一家總部設在村裡

的小貸公司，其意義是具貼近農民生活及需求的草根性，並能帶動村莊的相關經濟活

動（如就業、交通、餐飲服務等）。但一般金融機構設立的次序都是由城到鄉，由經濟

活動密集中心往外部擴散，以達到資源充分利用的規模經濟之效。據當時學者們的調

查，「有一千多家小貸公司幾乎都把公司總部設在縣城城區，甚至有的小額貸款公司只

為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服務，純粹以農戶為服務標的的公司並不多見，卻有不少小

額貸款公司打著服務「三農」的幌子來分享金融業的高壟斷利潤，等到中央政策有

變，再躋身村鎮銀行之列」（邵傳林 2011, 109-115）。蒲韓這種反其道而行的作法，可

以帶動寨子村當地的繁榮，但能否達到所處鄉鎮利益最大化目標，是值得探討的。 

表 4 顯示了 2010 年蒲州鎮農村信用社與富平小貸公司對該鎮鄰近寨子村（含）的

四個村莊的放貸情況統計，對面向全鎮放款的蒲州農信而言，這四個圍繞富平小貸的

村子，薛家崖有 15.7% 的農戶獲得貸款，平均每件貸款的金額也最高；其次才是寨子

村。但這四個村子獲得富平貸款的家數（即覆蓋面）就高得多，尤其是富平所在的寨

子村，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戶都從富平貸到款，薛家崖屈居第二，但貸款覆蓋面增加了

近一倍，其餘兩個村莊獲得貸款的覆蓋面也有小幅的增加。其實富平小貸公司的業務

範圍可及於整個永濟市，自身定位是在蒲州及韓陽兩鎮，營業範圍比蒲州農信還大，

但其放款範圍還是以總部寨子村為中心，逐漸向外發展。 

表 4 永濟市蒲州鎮農村貸款情況調查（2010 年 4 月） 

金融機構 項目 寨子村 王莊村 洪道元 薛家崖 

農戶貸款覆蓋面（%） 11.4 9.0 4.4 15.2 

最大貸款（元）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最小貸款（元） 2,000 2,000 5,000 5,000 

蒲州鎮農村 

信用社 

平均貸款額（元） 21,400 13,200 20,200 25,200 

農戶貸款覆蓋面（%） 37.2 10.6 7.3 29.5 

最大貸款（元）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最大貸款（元） 1,000 3,000 2,000 2,000 

永濟富平 

小貸公司 

平均貸款額（元） 14,700 15,600 13,600 13,300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農業大學農村金融與研究投資中心所做調查整理而成，資料引自何廣文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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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蒲州農信是由當地農民入股組成之合作社，同時也可吸收存款，放貸資金較

雄厚，所以放貸的金額較高，放貸客戶需要符合社員及存款戶的地區分配，所以放款

覆蓋面比較分散。富平小貸資金多屬外來，本身不能吸收存款，資金實力較薄弱，貸

款金額較低，放款客戶較集中於總部所在地的周圍，經由對當地的熟悉及設群形成連

帶關係，降低放貸的成本與風險。 

蒲韓社區的金融組織（不論是小貸公司或是合作社）要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必

須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降低成本與風險，讓農民以較低的利率貸到錢，同時農村金

融機構能夠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利潤；二是服務更多的農民，讓想貸款的農民能貸到

款。從蒲韓的發展經驗看來，現今的資金服務社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利率）對較多的

農戶提供了融資服務，是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取得公益性基金會的支持，這是單獨的個

案，無法普遍複製到其他農村。以村鎮為範圍，發展互助性的資金合作社，雖有利用

熟人社會降低資訊不對稱的風險與成本，但籌集之資金不足以因應當地的資金需求。

這是農村金融組織的發展面臨組織規模與資金供需平衡的兩難抉擇（trade-off）。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以政府力量做了許多改善農村及農民資金需求的努力，但農

村資金外流至城市的情況依然存在，農民貸款難的情況還是沒有明顯的改善。蒲韓地

區所屬的永濟市的信貸情況與大陸總體趨勢大致相符。從表 5 可以看出，永濟當地正

規金融機構的放貸水準增長幅度較存款緩慢，除 2013 年貸款增長顯著外，2012 年及

2014 年分別增長 0.2% 及衰退-0.3%，顯然正規金融機構對農村放貸增長有限。另一方

面，永濟金融機構存款增長並不慢，但在當地放款金額的數量及成長率均低於存款金

額，顯然資金外流情況嚴重。 

表 5 山西永濟市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及其增長速度 

單位：萬元，% 

2012 2013 2014 年份 

指標 年末數 比年初增長 年末數 比年初增長 年末數 比年初增長 

金融機構存款

餘額 
848000 19.0 963000 13.5 1100892 14.3 

金融機構貸款

餘額 
593000 0.2 668000 12.6 666095 -0.3 

城鄉居民儲蓄

存款餘額 
658000 18.3 734000 11.6 852321 1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山西省永濟市歷年經濟公報整理而得。 

如果把合作社規模拉高到縣或市的層級或範圍，現有農村資金供給與需求大致能

夠平衡。炂由於資金受市場價格競爭的牽引，出現向城市及非農產業匯聚的情形，才造

成農村資金供需失調的現象，使農村「貸款難」的問題無法舒緩或消除。在諸多制度

局限條件下，炚所產生的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雖能降低部分「貸款難」的問題，但隨之

                                               

註 炂 以該市金融機構存款增長率超過其 GDP增長率 1.5倍為指標。 

註 炚 參見本文第參部分第一段所提大陸農村之制度環境特色所提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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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的成本與風險又造成了「貸款貴」的問題。 

富平小貸公司在蒲韓社區的發展經驗，正是反映了在永續發展考量下的高利率問

題，和強調普惠與合作理念之合作社發生摩擦所致。根據國外經驗，小額信貸最初確

實能幫助農村貧困者取得貸款，但其功能有限（Khandker 2005, 263-286），隨著小額信

貸機構的商業化（追求永續經營），容易出現放棄低收入戶而轉向農村富戶及企業主的

使命偏移（mission drift）現象（Copestake 2007, 721-738）。相關文獻亦證明中國大陸

農村資金合作社都有出現放貸客戶從一般農戶逐漸上移到殷實農戶及鄉鎮之中小企業

主的現象（劉西川、黃祖輝、程恩江 2007, 23-34）。 

就蒲韓社區資金服務社來看，一向強調集體資金互助，不以擴張及追求利潤為目

的，近幾年信貸規模保持在每年 3500 萬元水準，月度及各種額度貸款基本按計畫進

行。根據表 6 所示，每年提供 29 萬元配額作為無息之小額救急貸款，每人次 2000

元，共計 145 人次。貸款主力集中於 20000~30000 元一級，占總貸款比例的 40%，已

超過 2010 年的貸款上限。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戶貸款需求金額增加，以往較少申貸的

30000~50000 元級和 50000~100000 元級貸款，都分別占到總貸款金額的 10% 以上。

這也顯示蒲韓金融部門也出現放貸朝大客戶逐漸傾斜的趨勢。 

表 6 蒲韓社區信用部門放貸計畫及利息收益推算表 

利率水準（月） 配置金額 占總放貸比重 利息收入（年） 

無息（2000） 290,000 0.8% 0 

0.5%（2000-5000） 3,000,000 8.6% 180,000 

0.8%（5000-10000） 5,030,000 14.4% 482,880 

1.3%（10000-20000） 3,480,000 9.9% 542,880 

1.5%（20000-30000） 14,150,000 40.4% 2,547,000 

1.5%（30000-50000） 4,150,000 11.9% 747,000 

1.5%（50000-100000） 4,900,000 14.0% 882,000 

合計 35,000,000 100.0% 5,381,7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蒲韓社區公告之社員資金需求表計算而得（2015年）。 

施永青基基金會 2014 及 2015 年資助蒲韓社區金融部門資金約 3500 萬人民幣炃。

目前蒲韓社區資金互助金額絕大多數來自該基金會，而該基金會要回收 8.4% 的利息，

假設其他不確定且變動小額資金亦是如此，12.8%回報率牪減去 8.4% 的資金成本，蒲

韓有 4.4%的回報率用於支付費用及作利潤分配。也就是約有 154 萬元以工資、房租、

分紅、建設等形式留在蒲韓社區。約略估計：蒲韓資金服務社獲利約百萬元左右，整

個社區農協，一半以上的經費都是由金融部門貢獻的（王小魯、姜斯棟 2015, 107-

109）。 

                                               

註 炃 作者於 2015年 8月 19日訪問該基金會相關人士所得。 

註 牪 利息收益數據是以所有貸款均無閒置的情況下所計算的利息收入，實際數據應該小於此數，本文以每

半年有一個月資金處於等待客戶的假設加以折算，得出12.8% 資金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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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蒲韓社區信貸部門的角色與功能 

現今的蒲韓社區，在社會公益基金支持下，以低於市場價格的資金使用費用，再

配合少數社員入股之資金，重新建構其特殊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其功能除預收資金

購買農資產品並給予分紅外，還擴大到社員日用品的統購。狖另外就是針對社員資金需

求給予小額融資，對較小金額採取無息或優惠利率。至此，蒲韓初步找到能符合其發

展願景的營運模式，強化了以較低利率貸給較小額的弱勢貸款者，避免了貸款向農村

富戶及鄉鎮企業貸款的任務偏移的問題。但其缺點是業務無法做大，有限的資金能夠

服務的客戶僅限於周遭的既有社區農民。隨著經濟的成長，農業資本化的規模擴大，

貸款額度也隨之提高（目前融資上限已從最早的 2 萬元提高到 10 萬元），在資金規模

未能增加的情況下，服務的客戶數量也必然隨之下降。 

比較國外與大陸農村發展的微型金融的經驗，中國大陸的實踐成果較為遜色，發

現其中的原因是：第三世界國家大都面對供給不足的環境，金融機構只要負責把資金

貸放出去，農民會自行找到資本運用的地方。但中國大陸現今面對的是需求制約的經

濟環境，金融機構除了要關注資金貸放的問題，還需要為客戶尋找利用市場的機會，

否則農民一窩風的搶種市場流行的產品，下場常是價格慘跌，入不敷出，增加了還貸

的風險。蒲韓社區也認知到這點，將社區發展的重心轉向推廣有機種植，近年來社區

購置所需之大型機具，並推廣有有機棉花及水果的種植。最初是採取合作農場的方

式，農民拿出土地入股社區合作農場，由社區組織人力經營，但短期就以失敗告終，

往後則調整為推動以家戶為基礎的有機耕作計畫。 

在實踐有機耕種過程中，有機棉花的種植曾是喧騰一時，由於是中間材料，下游

合作伙伴無法有效開拓市場而宣告失敗。狋在水果種植方面曾展現成果，特別是在桃子

種植方面，「萬畝桃園」計畫曾是社區的代表作，由於其他區域的競爭，近年來桃子價

格下跌嚴重，已開始影響到農民加入合作種植的意願。 

產銷配合是農業發展成功的關鍵，蒲韓社區出產的有機農產品，主要是由中間商

收購，利潤大部分為中間商獲得，而蒲韓社區也無法直接獲得市場訊息反饋，調整產

品的數量與品質，不利於品牌的營造。此外，大陸市場監管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機農

產品的認證及品牌保護，仿冒嚴重，也不利於有機農產品市場的健全發展。因此，蒲

韓社區積極於附近的運城（地級市）及永濟（縣級市）布局自己的行銷通道，建立產

品直接銷售據點（有機產品超市），並採取會員制，收取 5 元作為入會費，可享受優惠

價格購買蒲韓社區有機農產品。未來希望在運城市及永濟市建立有機產品消費合作

社。狘 

對蒲韓社區來說，金融信貸部門只是其整體社區發展計畫中的一部分，業務獲利

                                               

註 狖 分為向外購買，主要是清潔劑及調味料；一般食物及食品則採內部交換。 

註 狋 據當地訪查得知，有機棉花種植從早期的千畝規模，至 2015夏天只剩下實驗農場中的兩畝。 

註 狘 引自蒲韓社區訂定之「蒲韓社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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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區發展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外部公益性資金願意以低成本支援社區金融

服務社的原因。狉目前蒲韓社區資金服務社的盈餘主要用於開拓城市有機產品的消費合

作社，因屬剛發展的初期階段，成效尚須觀察。狜不過有蒲韓社區資金服務社的盈餘支

持，此一計畫不致因資金不足而中途腰斬。如果此一農村生產合作社與城市消費合作

社對接成功，也將使蒲韓資金服務社的業務能發展到運城市及永濟市。因此，蒲韓社

區未來的發展值得密切關注，在農村金融發展所產生的理論意涵，也存在豐富的探索

空間。 

五、小結 

蒲韓社區金融發展是在大陸農村金融制度局限條件改變下出現的誘致性變遷，在

1990 年後期，農村合作基金會被禁止、正式金融組織在農村推出的形勢下演化出來

的。當時鄭冰夫婦的農資店因缺少融資管道，因而想出先收農資款以方便進貨、並給

予預收款項利息的準金融作法。 

初步試驗的成功，除了預收農資購買款項外，農資店也試著以賒欠方式向欠缺資

金的農戶發放其所需的農資，以差別取價的方式收取利息。由於農產品在生產及銷售

過程中的風險很大，經常發生農民無法償還賒欠之農資款項，造成農資店經營之巨大

風險。配合當時大陸當局推動合作社試點的政策，農資店遂朝合作社轉型，向農民收

取入社資金遠不能滿足貸款之資金需求，尋找外來資金為進一步發展之必然。 

富平基金會就是在此形勢下進入蒲韓，與社區進行小額資金貸放的實驗。借重蒲

韓社區已建立的婦女社會網絡，並自行嘗試培育出一批基層婦女信貸員，有效減緩農

村信貸資訊不對稱的風險，遂使合作規模不斷擴大，建立起信貸中心立足農村的新發

展模式。 

2009 年，配合大陸當局開放小額貸款公司的機會，富平與蒲韓社區的合作模式轉

型為富平小貸公司，成為以資本為中心的金融組織，蒲韓社區的人力以雇傭身份進入

公司，蒲韓社區並沒有意識到合作模式已由原來的合作社模式轉型為公司模式，因而

造成合約期滿後分道揚鑣的結局。 

蒲韓社區在其他外來基金會的幫助下，繼續推動合作社模式的社區資金服務，由

於資金取得成本遠低於市價，此一模式無法向其他地區複製推廣。而富平基金會則在

與當地社會網絡斷裂形勢下逐步恢復營運，並將此一經營模式移植到四川大邑。這兩

種不同模式的農村金融組織未來面對的挑戰各異，但都逐漸出現目標客戶向上飄移的

傾向，這和世界農村微型金融發展的趨勢相符，也是金融機構追求利潤效益的宿命。 

                                               

註 狉 來自與施永青基金會相關人士訪談所得。 

註 狜 按註狘文件所示，此一目標希望於 2018年底達成初步目標，但目前仍無具體數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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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蒲韓社區是從合作社出發，從共同購買農資產品的商業模式開始，在取得成功

後，逐步擴大合作社營運種類與範圍，經由社會領域與經濟領域活動適當的搭配與互

補，逐步形成了一個成功的綜合性農村組織。表面上看，它是一個以農村菁英鄭冰女

士為核心的社經組織，在發展過程中，社區並不熱衷向政府申請資源，卻積極引進國

內外民間公益團體之知識及經濟資源，作為提升農民福利與能力的助力。隨著蒲韓社

區發展績效的名聲外溢，在富平基金會進入之後，蒲韓社區的農村資金服務開始迅速

擴展，並與社區其他面向的發展產生諸多交互影響。 

蒲韓社區金融組織的發展，在農資店的創新商業模式下誕生，在引進外部公益性

資金後，合作模式因大陸金融制度的改變及自身組織需求的壓力，合作組織模式遊走

在合作社與公司之間。與富平的合作主要是採小貸公司形式，即使公司具有濃厚社會

企業的願景，但公司還是遵循按出資比例分享利潤的規則，由於蒲韓社區無力出資，

也沒爭取到以土地及人力資本作價的契約條件，因此所成立的小貸公司必須在面對追

求經濟利潤極大化（企業目標）與社會效益極大化（非營利組織目標）之間做權衡。

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這點類似非營利組織；運作方式則是販

賣金融產品與服務，手段類似企業。富平小貸公司作為社會企業，有營利動機、風險

意識、競爭取向、不斷擴大規模的資本積累需求；營運過程中確實紓解農民「貸款

難」的問題，也承諾會從教育、人員培訓等方面，協助社區發展的公益目標，但並未

達到蒲韓社區要舒緩「貸款貴」的問題，也在直接回饋社區的方式上，產生理念的差

異。從兩造追求目標差異及組織功能受限的角度觀察，合作最終破局應不令人意外。 

蒲韓社區的農村金融組織運作，是基於一種人際間的信用約束，而非健全的法律

契約。配合當地人的金融認知及環境，衍生的金融組織形式趨於簡單，功能集中於收

帳、付帳等初級金融產品，也不會按照金融業的正規要求（準備金比例、資產負債比

例、風險防範管理措施）去推動金融業務。此舉雖然降低了資訊不對稱下的交易成

本，但未充分處理金融風險的問題，因而不利於業務擴展及永續發展。在蒲韓社區發

展過程中，制度建設跟不上自身發展的需要。精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可迴避，在實

際運作過程中精英的決策作用往往代替了民主參與；即使在民主商討問題時，也僅僅

是個人或集體的口頭上的主觀認定，缺乏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決策程式；對蒲韓鄉村社

區的領導者缺乏有效的監督，財務制度不完善、財務保密，也極易滋生產生腐敗的漏

洞（唐興霖、唐琪、王寧鉑 2012, 90）。蒲韓社區之所以在社區回饋金額問題和富平小

貸公司產生衝突，富平公司對蒲韓社區制度不完善的擔憂也是原因之一。狒 

大陸農村基層金融組織運作失能，這和集體經濟下的小農經濟特色有關。公益性

                                               

註 狒 作者於 2015年 8月 20日拜訪樂平基金會相關人士之訪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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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正規微金融組織，不管是農村資金合作組織或是小貸公司，即使運用人際網路的

優勢，解決資訊不對稱下的道德危機問題，但也免不了規模不經濟下的成本過高問

題，因此國外及大陸農村微型金融組織都有貸款客戶大型化的任務向上偏移的趨勢，

其主要動力就是要降低規模不經濟及資訊不對稱風險。根據蒲韓社區經驗，在富平小

貸時期，在不調升貸款上限之際，以提高利率來應對邊際客戶成本逐漸增高的情況；

在與富平分手後，蒲韓資金服務社能降低 2 萬元以下貸款農戶的利率，並採取借貸金

額愈少利率愈低的累退作法，這種任務向下偏移的政策是以公益性基金廉價資金作支

撐。由於公益性基金支持無法增加，社區資金服務社還是同時調高貸款上限，爭取貸

放給信用品質較佳的大客戶。 

長期而言，建立農民集體產權擔保及抵押制度來減少信貸評估成本，設計適當農

業保險以降低農民經營風險，狔才是解決基層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如果這些機制建立起

來，農村金融機構可以較容易識別與規避風險，讓大小農戶之間、農村種植（養殖）

業與加工、服務業之間，因資訊不對稱問題產生的不公平競爭資金的情況能夠降低，

才比較不會發生農村金融機構貸款由一般農戶轉向中大農戶、由純農戶轉向小加工及

商戶的任務向上偏移的壓力。 

至於農村「貸款貴」的問題，放寬農村微型金融的准入管制，透過民間資金大量

流入及競爭，來降低貸款利率；其次，放寬農村微型金融機構向正規金融機構融資及

拆借管道，使其運用既有人際農村網絡的優勢，朝正規金融部門與農戶仲介的角色發

展，從而降低信貸資金的成本，以此來壓低農村信貸的價格。因此，三農貸款最終還

是要以商業化的市場機制轉型，才是釜底抽薪的正途。 

農民「貸款難」與「貸款貴」是中國大陸農村宏觀面普遍的現象，本文透過蒲韓

社區資金服務案例的考察，清楚地看到「貸款難」的問題因新的微型金融組織的加入

而獲得緩解（包括更容易貸到款、服務較周到、手續更方便）；「貸款貴」的問題反而

加重（利率較高）。根據經濟學市場價格機制原理，貸款的數量（容易度）與價格呈反

方向變動，貸款價格低，競爭者眾（需求高），貸款難度高；反之貸款價格高，需求下

降（競爭減少），貸款相對容易。透過蒲韓案例的微觀分析，我們印證基本經濟學原理

的有效性。狚 

綜觀蒲韓社區的發展，還是以促進鄰里社區共同發展為目標，資金服務只是其中

的一環，且因資金服務較具獲利潛力，一方面要利用其較佳的獲利性，去補貼較不具

備收益性之公益部門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抑制資金服務部門人員的薪資，以免其他部

門人員爭相往金融部門流動，或者挫傷其他部門人員的工作誘因。未來，蒲韓社區要

將觸角從生產領域擴張至行銷領域，推動城市有機農產超市及消費合作社計畫，資金

                                               

註 狔 大陸主管當局業已注意到此一問題，2014 年中共一號文件：《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

代化的若干意見》中，對農民產權抵押及農業保險的改革向已列入規劃。2015 年 8 月，大陸國務院

《關於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的指導意見》，已對農民財產抵押

的問題著手試點工作。 

註 狚 此即經濟學分析中所謂的避免合成謬誤（composition fallacy）。 



84   中國大陸研究 第 60卷 第 3期 民國 106年 9月 

 

服務社除了擔任開創資金的提供者角色外，也將面對開創城市消費金融業務的任務，

目前採取的是產品推銷員制度，其內涵基本上是沿襲了原有的信貸員制度的原則，但

是否能同樣達到降低交易成本及交易風險的效果，還有待研究。隨之而來的挑戰是：

組織到底採取公司制還是合作社制，何者較優？這些問題不但存在理論上的挑戰，也

需要從實踐中印證、補充理論。 

 

 

 

* * * 

 

 

 

 

（收件：104年 10月 6日，接受：106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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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financial support. According to China’s past experience, the rural formal 

financial system seemed firmly established, but its performance was not 

effective.  Broadly speaking, the financial deposit from rural sectors flows 

into urban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More specifically, farmers have 

hard times obtaining loans and face high interest rat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ttempted to gradually develop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by means of micro-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operatives to 

improve the supply of rural financ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Puhan Community in Shanxi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rural microfinance through some performance 

changes by institution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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